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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方，基督教教义孕育了现代法律的理念，已成为法律历史学家和法律社会学家共同的看法。 在 16
世纪以前，宗教、道德和法律混合在一起，成为古代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16 世纪之后，随着人类理智的开化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律的世俗性质日见突出，宗教对法律的影响由显性转向隐性。 即使如此，现代法律制度也

无处不显示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子。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的研究阐释也进一步证成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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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宗教相伴而生，基督教教义孕育了现

代法律的理念，这是法律历史学家和法律社会学

家共同的看法。 在 16 世纪以前，宗教、道德和法

律混合在一起， 成为古代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
16 世纪之后，随着人类理智的开化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法律的世俗性质日见突出，宗教对法律的

影响由显性转向隐性。 ［1］（P12-13，18，89）即使如此，现

代法律制度也无处不显示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子。

一、巫术、神力与法律

在基督教成为西方主流宗教之前， 巫术、神

灵和宗教是混合在一起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法

律是人类的活动，但一旦人类智力无法确信事实

真相的时候， 人们便开始寻找超自然的力量，通

过神灵的启示来解决人类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巫师起着现代法官的作用，这个现象存在于几乎

所有的人类初民社会，占卜、宣誓、诅咒和神判都

是宗教化法律的具体形式。 就神判而言，原告控

诉被告盗窃，裁判者无法辨别出谁是谁非，于是

把被告扔到水里，如果被告沉入水底，古巴比伦

人就认定被告有罪，他的财产归原告所有［2］（P11）；
而古代日耳曼人则认定被告无罪，因为人在水里

沉到底是合乎常理的，说明神明接纳了他。 或者，
日耳曼人将一块大奶酪让被告吞下，如果被告顺

利咽下，那就说明他无罪，如果卡住了他的咽喉，
那就说明他有罪。 ［3］（P47）在非洲苏丹的阿德赞人

那里，巫师在两造面前，问讯原告或者被告，为了

弄清当事人是否诚实，就拿一块叫做“拜哥”的毒

药让鸡吞下，如果鸡活过来，那么神就宽恕了相

关当事人，反之他将有罪。 ［4］（P88-92，248-249）古希腊

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司法女神，荷马史诗中那个被

称之为地美士的人格神，就是神的代理人，他帮

助宙斯实施审判。［5］（P3）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着

神判的影子， 殷商之占卜多少带有神启的意味。
只是到了西周之后，中国人开始注重人事，敬鬼

神而远之， 崇拜死去的祖先而远离玄乎的神祇。
但从古法字之词源上看， 神判的影子还是有的。
法之从水，从去和从廌，这最后一项的独角兽之

触不直者，后来成为中国法的图腾和象征。［6］（P315）

巫术和宗教之间也存在着争斗，在基督教看

来，巫术和巫师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因为他们

的巫术假借神秘的力量， 威胁了上帝神奇的威

力。 于是就有了 16 世纪 “用针刺进女巫们的指

甲，用火烤他们的双脚，用重物挤压他们的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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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incent v. Lake Eric Transp. Co. 1910 109, Minn. 456,124
N.W. 221.
② 《圣经·创世纪》第 3 章第 22 节；《圣经·罗马书》第 3 章第

31 节、第 1 章第 17 节；《圣经·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 节、第 40
节。

一直到骨髓从骨腿里喷射出来”［7］（P250-251） 的惨

状。 阿奎那大肆呼吁要将异教徒送进宗教裁判

所，把他们处死。 巫术“是法律的长期残留的侍

女，在法律未到之处，还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不

过，“法律是巫术的天然敌人”［4］（P254）， 法律最后

战胜了巫术，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则被认为是

文明的宗教［8］（P133），以至于，韦伯在分析了儒教、
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后，称基督教为

“独具一格都市的、 尤其是市民的宗教”［9］（P465），
只有在基督教占舞台的西方城市里，才能够有市

民社会的观念，由此才能够产生现代的社会。
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是与反基督教的人文主

义和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马基雅维里以人的

经验取代神的启示研究政治问题，笛卡儿提出我

思故我在的格言，狄德罗呼吁用最后一个教士的

肠子绞死最后一个教士，都标志着人的胜利和神

明的衰败，人真的成为了万物的尺度。伴随着人类

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法律不再是神灵

统治人类的工具， 而是世俗政治主权者规范人类

的规则。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命令，法律是主权者的

命令，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西方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法律的标准定义。 拿通俗的话

来说，15—16 世纪新教改革的结果，就是基督教退

出了政治的舞台，回到了人类信仰的世界。
理性与科学阻隔了法律与神启，但是，它无

法从法律职业者的大脑里剔除宗教。 虽然现代的

法律内容上少见宗教的字眼，但是，当人们碰到

诸如生命、死亡、苦难、危难等法律问题的时候，
神或者上帝的字眼随时都会出现在法官的判决

书中。
法律中有两个常见的抗辩理由，一个我们称

之为意外事件， 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紧急避险，
两者都与神力相关。 人所无法预见或者避免的，
称为意外事件，在此情况下，被告免于承担法律

上的责任。 这里的意外事件，英美法名词的直译

则是“上帝的行为”。 火山、地震、海啸，飞机在百

慕大上空失事都不为人类所预见或避免，因此是

上帝的行为。 既然上帝要事件这样发生，人为就

没有任何的意义。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艘船无

法正常航行，未经过码头主同意，船长将船系在

码头上。 暴雨冲击着船，船撞击着码头，导致了码

头的损害。 码头主状告船主。 法官在分析这个案

件的时候假定道，如果船在暴风雨中驶入码头而

瘫痪，撞到码头使之损伤；或者，连接船和码头的

绳索断裂，船撞到码头使码头主受损，那么这两

种情况下船主都无法控制， 这都是上帝的行为，
原告不能够得到赔偿。 而在这个具体的案件中，
船主故意将绳索系在码头上，而且不断及时更换

新的绳索。 因此，本案不是上帝的行为，而是被告

的紧急避险行为。 被告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要

赔偿原告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①

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理由稍有不同。 一个

冒险者迷失在森林里，饥寒交迫之时候发现了一

个无人居住的小屋。 在这个小屋里，冒险者食用

了小屋主人备野营的储备食品。 后来小屋主人状

告冒险者。 法官支持了被告，法官引用神学家的

话说，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为了活命，可以采取必

要的行为来保持他的生命，这不是一种道德上的

邪恶。 冒险者的行为是对土地的非法闯入，是对

小屋主人财产权的侵犯，但是他求生的本能使他

豁免于法律上的责任。 所以康德说，紧急避险“不

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 它 只 是 免 于 惩 罚 而

已”［10］（P47）。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渺小的，人类意志是脆

弱的，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科学

是万能的，不能够确信计算机能够代替法官的大

脑，那么法律的世界总有一部分属于神秘的超经

验的世界。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神力总会神出

鬼没，缠绕着法官的心智。

二、“罪与罚”和“犯罪与刑罚”
以神学的视角看待刑法，通常联想到的是中

世纪末期的宗教裁判所。 布鲁诺被火烧死了，哥

白尼被宣布为异端， 伽利略终身监禁并客死他

乡， 萨威图斯也被火刑处死， 天主教因此而蒙

羞。 ［11］（P40-43）这些宗教迫害都是事实，不过，这些

事实只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个片段，而且是一个短

暂而不光彩的片段。 当我们纵观基督教文明史的

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当它不构成一种制度性压

迫的时候，基督教更多的时候则体现的是一种人

道主义、一种人文的关怀，甚至是一种进步。 而

且，就刑法史而言，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神学孕

育了现代的刑法。
现代刑法的理念， 我们追溯到贝卡利亚的

《论犯罪与刑罚》，但是，“罪与罚”的观念则要起

源于《圣经》。 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

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逐出了伊甸园。 男人要苦

作，女人要生产。 因为他们是人类的祖先，人类所

以生而有罪，人生的痛苦就是在赎罪。 当世界末

日到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末日的审判，
他们因为生时的所作所为，要么重返天堂，要么

堕入地狱。 ②这些是《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

录”所记载的宗教故事，“原罪”、“赎罪”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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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与世俗刑法之“罪与罚”有着思维方式上的

极其相似之处。 虽然基督教之“原罪”不同于刑法

“犯罪”的含义，但是“罪过应该受到惩罚”的逻辑

共存于基督教教义与现代刑法之中。
现代刑法是讲究“主客观统一”的［12］（P98），也

就是说，当我们要处罚罪犯的时候，一个方面需

要有罪犯的犯罪之客观行为，另外一个方面需要

罪犯的犯罪之主观过错。 犯罪之客观要素通行于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而犯罪之主观要素则起源

于基督教的教义。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

手，以足还足”①是古代社会共同的法则，部落之

间的血亲复仇，部落之间的同态复仇都遵循了惩

罚对等的原则，在这里，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并不

构成免责的理由。 由刑罚的客观尺度到犯罪人主

观罪恶的参详，则归功于基督教对“罪”的理解。
区分肉体与灵魂并主张精神高于肉体，惩罚的不

是肉体， 而是罪恶的灵魂， 这是基督教的发明。
12—13 世纪的时候，两个强盗闯入修道院并盗窃

了修士的什物，两个修士制服并捆绑了这两个强

盗。 一个修士去向修道院首领报告，另外一个修

士看管两个强盗。 强盗自行解开了束缚，对修士

的生命造成了威胁。 面对着两个强盗，负责看管

的修士杀死了强盗。 修士杀死强盗的行为是一种

正当防卫？ 还是一种谋杀？ 这个问题最后上交给

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 教皇说，修士不是一般的

世俗之人，他过着一种完美的生活，他应该有高

于普通人的道德要求。 耶稣告戒我们说：如果一

个人拿走了你的外套，也让他拿走你的斗篷。 教

士的行为也许有正当的理由，但是杀死他人却是

一种“罪孽”。 因为这个罪孽，教士应该被追究谋

杀的罪名。 ［13］（P228-229）

16 世纪之后， 基督教退出了政治的舞台，然

后，基督教的教义仍然以隐形方式影响着现代刑

法。 1885 年，一艘英国的船只在非洲好望角方位

发生海难，三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乘一小帆船漂

流在大海上。 苦熬 20 多天之后，两个成年男子杀

掉了小孩，食其肉饮其血维持了三个成年人的生

命。 回到英国之后，两个男子以谋杀罪被提起刑

事诉讼。 法官面临的问题是：在紧急状态下，一个

人是否可以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自己

的生命？ 或者说，在这个案件中，两位被告的行为

是否构成一种紧急避险？ 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被

告方引用法学家格老秀斯、普芬道夫和培根的论

述，说“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一个人在紧急状

态下牺牲他人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在道德上不存

在着罪恶”，“任何一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的义

务”。 法官却并不赞同这些说法，他说所谓紧急避

险的法律源于古希腊的道德哲学，霍雷斯、朱维

内尔、 西塞罗和欧里庇德斯都说过此类的话，但

是，他们所说的“义务”并不是说要牺牲他人来保

全自己，而是牺牲自己来保全他人。 法官说，这些

古希腊罗马的异教徒们都强调一种牺牲自己成

全他人的利他主义道德，英国的基督教徒们则没

有理由不去强调这样一种高尚的利他主义。 为

此，法官宣布，被告谋杀罪成立。 ②

宗教的核心是探讨生与死， 关注生命的价

值，而现代刑法关注行为人的罪与刑，决定着行

为人的生命和自由等，两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

着交互作用。 当基督教成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时

候，它意味着压迫和血腥；当它关切受到制度压

迫的受害者的时候，基督教意味着一种人道和文

明。 刑罚人道主义从 18 世纪开始就成为现代刑

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基督教的教义则是这种人

道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基督教与现代婚姻家庭制度

基督教对现代法律制度的观念影响，莫过于

婚姻家庭法领域。 现代的婚姻家庭制度，可以一

般地结构为这样几个方面的元素：一个男子与一

个女子为了共同生活而达成的一个合意，他们生

育和抚养着后代，以此延续人类的繁衍。 其中，每

个元素都折射着基督教的教义。
圣经上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一个男

人，然后从这个男人的肋骨中抽出一根造成了女

人。 因此，男女本为一体，女子为男子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当一个女子长大成人，她将离开她的

父母，回到她丈夫身边。 ③这便是西方婚姻“男女

的结合”，“夫妻合意与同居”的神学根据。
婚姻家庭制度从古代向现代的发展，以“夫

权”和“家父权”的消失为标志。 古代的婚姻和家

庭，以家族的延续和政治上的联盟为目的，西方

如此，中国古代也是如此，这样传统下的婚姻与

家庭在法律上的表现，便是男性家长对妻妾与儿

孙法律上的绝对权。 现代的婚姻与家庭，意味着

妻子和子女地位的提升，婚姻与家庭不再被看做

家族血脉的传承， 而是夫妻之间个人的意愿，以

及他们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有限特权的亲权关系。
在古罗马，古代家庭让位于现代家庭，便是市民

法向万民法的发展。［14］（P85）在这个时期，基督教正

在崛起，基于家族制度的婚姻转化为基于个人意

志的婚姻，基督教的作用功不可没。 到查士丁尼

民法大全的时候，盖尤斯和德莫斯迪努斯对婚姻

的定义成了官方学说，“男女之间的结合就是保

持 不 可 分 离 的 生 活 关 系”；“婚 姻 是 男 女 间 的 结

① 《圣经·出埃及纪》第 21 章，第 23~25 节。
② Regina v. Dudley and Stephens, 14 Q.B.D. 273 (1884).
③ 《圣经·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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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神法与人法的结合”。 ［15］（P6，19）

夫妻是一体的，因此婚姻不能够离异，这是西

方 18 世纪之前天主教的传统。 因夏娃偷吃了伊

甸园的果子， 上帝惩罚妻子让她 “依附于她的丈

夫”。 ①因此在法律上，妻子一直没有独立的人格，
她的法律事务只能够由她的丈夫来代表。 ［16］（P491-

493）英国 1936 年《法律改革条例［已婚妇女和侵权

行为人］》颁布之前，妻子所发生的侵权行为责任

一直由她丈夫来承担。 丈夫向未婚妻诋毁第三人

的名誉， 丈夫要向该第三人承担名誉损害的责

任；丈夫向妻子诋毁该第三人，他并不承担责任，
因为夫妻之间的交流不构成“公开”诋毁他人名

誉，这是配偶之间的绝对的豁免权。 ②

怀孕的女子是否可以堕胎？ 这是西方国家永

久的争论话题。 20 世纪中叶以前，堕胎如同卖淫，
都被认为是社会所不可容忍的恶习，乃至宗教上

的罪恶。 1969 年，美国天主教的牧师们还在说，所

有的生命都出自上帝之手，人的生殖能力为上帝

所赐，生命唯有上帝才能被取走。 《圣经》上说，
“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 堕胎者，实

际上就是把自己凌驾在上帝之上。 教主们说，“人

从受孕的那一刻起， 就是一个生命”，“上帝造人

于母腹之中，人的一生从母腹直到将来”。 因此，
堕胎就是杀人。 ③而且，按照现代医学，精子与卵

子一旦结合形成受精卵，它就有了与父母完全不

同的遗传基因。 受精卵包含了孩子的性别、肤色

和智力特征，有了独立于母亲的人格。 这样的看

法一直伴随着西方国家法律的争论， 直到 1973
年美国的罗伊案，法官们才考虑到禁止堕胎对母

亲带来的现实伤害。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女权

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才开始遏止了天主教禁止

堕胎的呼声。 在实践中，法官们则采取了一个中

间的尺度：妊娠 12 周以前可以堕胎，22 周以前可

干预堕胎，22~23 周之后堕胎为犯罪。 ④

当同性恋者呼吁社会认可的时候，法律冲突

也应运而生。 三对美国同性恋伙伴，分别共同生

活了 4 到 25 年，其中二对伙伴收养了子女。 1999
年，他们向当地政府申请结婚证，以维护他们“配

偶”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如同异性恋婚姻

家庭那样的相关利益。 政府认为，同性恋“婚姻”
是两个人“同居和合意”，但是缺少“男女两性”的

构 成 要 素；同 性 恋 家 庭 具 备 了“抚 养”后 代 的 特

征，但缺失“生育”后代的要素。 当政府拒绝他们

要求之后，他们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判定政

府发放给他们结婚证。 官司一经提起，舆论一片

哗然，报纸、电台和电视纷纷报道。 支持者认为不

给他们发放结婚证是一种法律歧视，反对者认为

如果认可了同性恋婚姻就会对传统的婚姻家庭

伦理产生致命的冲击。 法官们之间同样也存在着

意见的分歧：如果判定政府发放结婚证，那就意

味着对婚姻为“男女共同生活体”传统的否定，从

而无法遏止通过生物技术改变人类性别的行为；
如果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就与“法律同

等保护”和“反对法律歧视”的原则相冲突。 在综

合了各种考量之后，法官们达成了妥协，一个方

面，法院判定原告能够得到与异性恋婚姻家庭一

样的法律保护， 以贯彻法律同等保护的原则，另

外一个方面，法院不支持原告得到结婚证，以维

护婚姻家庭 “男女共同生活以生育和养育后代”
的西方传统。 ⑤

在婚姻家庭法律问题上，基督教一直表现为传

统和保守。 它曾经把婚姻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了

出来，但在同时，它也以传统和守旧束缚着人类

个性的发展。

四、基督教与现代法治秩序

19 世纪以来，流行的法律定义基本上都是实

证主义的，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体现了统

治阶级的意志， 法律的本质是特有的民族精神，
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等，都是法律实证主

义旗帜下的法律命题。 这些实证主义法律观，是

对法律价值论的一种集体否定。 伴随着工业革命

和功利主义的成长，法律的伦理动力和宗教动力

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20 世纪前 20 年，马克斯·韦伯先后出版了一

系列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著作，其中包含了迄今仍

然震撼着思想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和《古犹太教》。
以西方文化为中心，韦伯教授从经济社会史的角

度阐释了宗教伦理对于社会的影响，解释了西方

社会进入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原动力。 就法律文化

而言，我们可以从他的“唯有新教伦理才能够产

生资本主义” 全新命题推演出这样的法律命题：
唯有西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才能够发展

出西方的法治社会，或者，法治是西方社会特有

的现象。 ［17］（P10，67）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也是我们行为的

一种内在向导。 人依据自己的信仰才会如此去行

动，把信仰转化为行动，必定会对社会本身发生

① 《圣经·创世纪》第 3 章第 16 节。
②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 25 章第 592 节说：“夫妻拥有向对方

公布涉及某第三人的诽谤性事项的绝对特权”， 参见亚伯拉罕等

选编《侵权法重述———纲 要》，许 传 玺 等 译，法 律 出 版 社 2006 年

版，第 201 页。
③ “天主教教义现在主张胚胎受孕之时即被赋予永恒不朽的

灵魂”，参见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4 页注 36。
④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67).
⑤ Baker v. State, 170 Vt. 194;744 A.2d 86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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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定 的 作 用。 韦伯的分类癖好让他对世界上的

宗教进行了分类， 分类的标准是出世/入世以及

禁欲/神秘，于是宗教有了四种典型形态：出世的

神秘主义，比如佛教；入世的神秘主义，比如中国

的儒教（家）；出世的禁欲主义，比如天主教；入世

的禁欲主义，比如新教，也就是现在所谓狭义的

基 督 教。 ［9］（P463-465）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东方

人是神秘的，这点我们可能并不认可，但是东方

人与西方人思想和行为的差异， 我们却并不否

认。 在他所理解的西方人宗教中，他细致地区分

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差异性，用他形象的比喻来

说，出世的天主教“好睡”，隐藏在教堂里冥思苦

想，入世的基督教“好吃”，吃饱了就去干活、发财

致富以实现上帝对自己的期望。 新教 徒 是 勤 劳

的， 勤劳使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出财富；新

教徒是节俭的，他们省下每一元钱用于新的投资

获得更多的财富；新教徒是守纪律的，唯有分工

协作才可以成就伟业；新教徒是热情的，他把上

帝的召唤当做他生活的信条。新教徒的这些生活

伦理准则是其他宗教信徒所不具备的，在这些信

条下生活的人们才能够理性地生活，才可以发挥

个人的聪明才智， 才可以共同遵守共同的法律。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西方 社 会 进 入 了 现 代

化的社会。
20 世纪 70—80 年代， 一群美国人接受了韦

伯的社会学，用他的研究方法探讨法律与政治的

关系，探讨法律现代化的问题。 专门论及宗教对

法律作用的学者，典型的是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

昂格尔教授。 他认为，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并形

成一个法律秩序的法治状态， 有两个基本的前

提，一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二是自然法之理想。
就后者而言， 一个社会是否有自然法作为指导，
就要看这个民族是否存在着某种特质的宗教。 基

督教有着法律现代化所具备的所有内在要素，理

想的高级法观念直接导向理想的法治社会，宗教

的平等转化为法律的平等；古代中国社会虽然也

有儒家和道家，但是集体（家族）本位和熟人关系

下思想的内核与西方个人主义和陌生人社会下

的法治精神是冲突的，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

个法治的社会；古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古

希腊罗马的神学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因此法

治水平介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 法律的公

共性、实在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的统一，才可以造

就法治的社会。 法律的公共性和实在性为东西方

社会所共有，法律的普遍性和自治性只出现在西

方社会， 而后两性则与西方基督教宗教密切相

关。 因此，法治社会的出现是一个极其罕见的西

方现象。 ［18］（P73-81）昂格尔的理论是韦伯理论进一

步提炼的简要版本，他所研究的西方现代化法治

并没有超越韦伯的研究边界。
1985 年，伯尔曼出版了《法律与革命》，将其

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西方社会的 12—13 世纪，认

定西方法律传统起源于教会革命，明确提出西方

的法律科学实际上就是世俗的神学。 ［13］（P200-201）

他并不赞同韦伯的理论和昂格尔的理论，甚至在

他的著作中还批判了他们的理论，但是纵览他的

著作，伯尔曼的理论无不显现韦伯和昂格尔的影

子。 也许是法律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法跳出自

己研究眼光和范围的局限，也许是法律历史学家

永远不可能避开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伯尔

曼依然研究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的多元，也认

定多元的法律体系和多元的法律管辖权导致了

西方法律的成熟，他无法摆脱韦伯和昂格尔社会

学的阴影。 在他看来，西方 12—13 世纪教会法、
庄园法、封建法、罗马法、王室法、商法和城市法

相互竞争相互借鉴才导致了西方法律科学的繁

荣， 导致了相互妥协而达成法律至高无上的共

识。 不同的是，他不再把基督教的力量当做西方

走向现代化和法治的超重要性因素，他强调世俗

法律与教会法的分离和冲突才是西方法律传统

形成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西方法

律传统中的基督教因素，给韦伯和昂格尔的理论

注入了丰富和细致的历史脚注。 罪与罚起源于原

罪、赎罪和末日审判，财产法和合同法起源于路

德新教，婚姻家庭和继承法起源于教会法。 即使

是西方法律科学，也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以亚里

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改造和完善罗马法而成。 （“经院

派法学家……在更高的综合层次上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用于

法律领域”，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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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Doctrine and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XU Ai-guo
(Law School,Pei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n the west, legal historians and sociologists hold the same view that Christian doctrine gave birth
to the modern legal philosophy. Before sixteen centuries, the mixture of religion, morality and law have been
used as the main tool for the control of ancient society. Sixteen centuries later, with the civilization of
human intellect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ularity of law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Meanwhile,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law became recessive. Even so,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is presenting the shadow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Scholars'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also prove the further inference.
Key words: law; religion; christian doctrine;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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